
从梵二会议看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传统

张西平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是世界宗教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天主教会议，标志着

现代天主教世界自我革新运动的开始。会议无疑为天主教会 “本地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精神和

思想基础。“梵二会议”的这些思想和成果，使我们对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传统给予重新的认识，

并将通过这个传统来认识梵二会议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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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由若望二十三世主持召开，1965 年 12 月 8 日由保禄六世宣布闭幕，

是世界宗教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天主教会议，标志着现代天主教世界自我革新运动的开

始。这次会议的意义，专家认为有 4 点: “1. 由于梵二会议，自君士坦丁大帝始，天主教在欧洲

逐渐形成的长达 1500 年的国教形态终于结束了。在那种政教形态下，教会体制与帝国的法制互

相渗透，共同参与了国家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尽管神学强调人在接受信仰上的自由能力，但实

际上，其他宗教和非正统信仰受到了排斥。在此意义上，梵二会议的 《信仰自由宣言》使天主

教告别了这种国教制度所代表的信仰与教会的生活形态。2. 由于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东西方

教会 1000 年前分裂了。由此，罗马天主教开始了在欧洲西方单一的教会文化进程。它以拉丁文

为载体，努力发展出一种具有普遍特征的经院学与教会法系统。梵二会议的 《东方公教会法令》

以及《大公主义法令》，肯定了东方公教会的精神财富，并由此开辟了教会的多元一致性观念。
3. 500 年前，西方教会内部再度发生了分裂，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互相攻击和指责。梵二会议的

《大公主义法令》结束了这种敌对的气氛。它鼓励对话，要求真正了解他者，并以富于想象力和

创造的方式，为深入真理和团结而努力。4. 100 年前，教会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停滞不前。梵

二会议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使天主教充满认识现代世界的热情，并在与现代世界

的同行中完善自身与净化世界。”傅乐安先生认为，梵二会议的革新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

面: 一、教会意识到当代新形势; 二、教会自身的改革; 三、基督徒合一运动; 四、尊重其他宗

教; 五、同全人类对话等。① 梵二会议无疑为天主教会 “本地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精神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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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梵二会议”的这些思想和成果，使我们对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传统给予重新的认识，并

将通过这个传统来认识梵二会议的精神。

二

基督教传入中国虽从唐代景教入华开始，但真正在中国落根，成为中国本地教会则是从晚明

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入华开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在宗教文化的对话、天主

教本地化的实践和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如果将其放在整个天主教传教史

上，放在全球化历史的长河中，他们是天主教与其他文化和宗教对话的开创者，是梵二会议精神

的先驱。
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的贡献表现在哪里呢? 有以下几点:

第一，平等的看待非基督教信仰的中国文化。利玛窦来到中国面对一个比基督教文化还要悠

久的中华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会士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了他们在华的传教政策，采取适

应文化政策。利玛窦在谈到儒家文明时说: “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

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个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

到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① 这里表现出了一种宗教间的理解。
梵二会议是天主教面临现代化的发展局势所不得不做的一个重大的改革之举，梵二会议开启

天主教向世界各种文化、各种宗教开放的心态，无疑为天主教会 “本地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精

神和思想基础。梵二会议通过的 《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中指出 “天主教绝不摒弃这些

宗教里的真的圣的因素，并且怀着诚恳的敬意，考虑他们作事与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规诫与教

理。这一切虽然在许多方面与天主公教所坚持、所教导的有所不同，但往往反映着普照全人类的

真理之光。”② 显然，梵二会议的这种态度和当年利玛窦对待儒家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虽然，

他们仍坚持自己的宗教立场，但确对其他宗教信仰给予了一种宽容的理解。
第二，尊重中国传统礼仪，努力实践天主教本地化。利玛窦对中国礼仪的支持，首先表现在

自身开始的当地化，《嵩庵闲话》记载 “利玛窦初圣广，下舶，髡首袒肩，人以为西僧，引至佛

寺。”经过一段实际的生活和中国文人的提醒，他认识到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地位，就改弦更张，

拖下袈裟，换上儒袍。着装的改变不仅仅标志着他从外表上从 “西僧”变为 “西儒”，同时，学

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开启用中文写作，用中文书籍传教的方式，都是利玛窦等适应中国环境和文

化的表现。
其次，在神学的理解上开启汉语天主教之神学，努力会同天主教神学理论和儒家思想，在论

证策略上采取认先儒而否后儒的办法，在《天主实义》中大量引用《中庸》、《诗经》、《尚书》、
《礼记》等先秦古典文献中的论述，来说明“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历观古书，而知

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这里从理论上暗含着以后索隐派的路线，但从文化态度上采取求同存

异的文化态度，这是值得肯定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华耶稣会士力主在中国的传教过程中用中文做弥撒，而不是用拉丁文做

弥撒。柏应理 ( Philippe Couplet，1623 － 1693) 1681 年返回罗马的主要任务就是恳请罗马教宗允

许在中国传教中用中文做弥撒，尽管后来传信部并未正式批准，但耶稣会的努力是积极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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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入华的耶稣会也认同入教的中国人祭祖和祭孔，他们认为这只是中国风俗，并不违反天主教

的原则。甚至清初时耶稣会曾内部讨论可以允许纳妾之人加入修会和吸收宫中的宦官成为神职人

员，尽管，这些并未成为现实，但耶稣会在宫中发展了自己的信徒，晚明太监庞天寿就是被龙华

民吸收入教的。这些本地化的措施和传教方法自然引起了其他修会的不满，礼仪之争由此开始。
考察来华耶稣会在中国的宗教实践活动，可以看出他们在天主教礼仪上的革新是空前的。罗

马教会历来把礼拜仪式说成是 “基督救赎的前奏”、“天国礼仪的预演”，对礼仪的各项规定要求

严格遵守，唯有此，才能证明对信仰忠贞不渝。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礼仪的繁琐引起了人们的不

满。梵二会议对礼仪问题也十分重视。《礼仪宪章》是梵二会议最早公布的。在 “礼仪的语言”
条款中指出: “一，在拉丁礼仪内，除非有特殊法律规定，应保持使用拉丁语。二，可是在弥撒

内或行圣事时，或在礼仪的其他部分，使用本地语言，多次为民众很有益处，可准予广泛的使用

……。”在“适应各民族天性与传统的原则”条款中说“只要不涉及信仰及全体公益，连载礼仪

内，教会也无意强加严格一致的格式，教会培养发展各民族的精神优长与天赋; 在各民族的风俗

中只要不是和迷信错误无法分解者，教会都惠予衡量，并且尽可能保存其完整无损，甚至如果符

合真正礼仪精神的条件，教会有时也采纳在礼仪中。”①

对照梵二会议关于礼仪的这些重大改革，我们可以看出当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

在中国天主教礼仪规则的建立上的重要贡献。礼仪之争后，耶稣会的路线得到否认，晚清时基督

教随着外部势力入华，完全不在考虑礼仪的本土化，从此，中国天主教礼仪的本地化革新停滞下

来。在民初的非基督教运动冲击之下，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都开始大规模的宗教礼仪本地化的改

革，一些地方教会开始尝试春节弥撒，九九重阳节弥撒等。1963 年 12 月 4 日颁布了 《礼仪宪

章》，宪章开宗明义说明: “礼仪”是天主藉着基督在时空中实现他的救世工程，即基督亲自临

在于圣言和圣事，也在团体的服务和祈祷中实现他的救世工程。所以，为帮助信众有意识地主动

地和实际地参与并得到实益，教会决议重整礼仪。在梵二精神影响下，中国教会尽管困难重重，

但还是在这方面开始尝试礼仪的中国特色。
第三，意识到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尊重中国自身政治制度。
在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和宗教是密不可分的，三者一起构成了一体化的国家体制。利玛窦为

代表的耶稣会入华后开始注意到这种特点，这样的国家宗教制度和当时的西欧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中国没有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置于皇权之上的神权体制。因此，利玛窦很快就确定了接近

皇权的政策，范礼安将罗明坚派回罗马就是为了让教宗直接给大明皇帝写信，就是为了实现这个

理想。② 利玛窦入京后的奏书，也是“伏乞皇上怜臣诚悫来归，将所献土物，俯赐收纳，臣益感

皇恩浩荡，糜所不容，而远臣慕义之忱，亦少伸于万一耳。”③ 利玛窦以臣自居，在中国提倡

“三父合一” ( 天主、国君、家父) 、“君权至上”的原则。他在《天主实义》开篇中说: “天庸

治理，惟竟于一，故贤圣劝臣以忠。忠也者，无二主谓也。五伦甲乎君臣，君臣为三纲之首，夫正

义之士，明此行于此。”明清两朝，皇权对天主教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礼仪之争后，天

主教在中国传教必须遵守 “利玛窦规矩”，在内务府领票后方能正式传教。从顺康的容教到雍乾

的禁教，清王朝对天主教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即便雍乾禁教时期，宫中的传教士仍在，官

方所允许的天主堂仍可活动。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清之际的耶稣会的传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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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的，在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上尊重了皇权至上的原则，天主教在中国得

以发展。这应是中国天主教的重要历史遗产。
在梵二会议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告世界书》中，谈到对世俗政权的态度时写道 “我

们高声宣布: 我们珍视你们的权力及你们的主权; 我们尊重你们的任务; 我们尊重你们正当的法

律; 我们器重立法者及其执行人。但我们有一句神圣不可侵犯的话奉告，就是: 只有天主是伟大

的，惟有天主是根本及终极。”① 这里从天主教的宗教立场出发，表达了对世俗政权的尊重。在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第二章论主教对地方教会即教区谈到 “主教的自由及其与政府的

关系”时说，“为尽自己以救人为本的传教职务，主教原本享受完全的自由及独立，不受任何政

府权力的牵制。因此，不得直接或间接阻止他们执行教会的职务，或禁止他们与宗座及其他的及

他的教会当局，或与自己的信友自由往来。无疑地，牧人照顾信友灵魂时，实际上也增加社会及

国家的进步与昌盛，故该与政府人员，依照主教的地位及职务，同心合作，并劝人服从合理的法

律并尊敬合法的长官。”② 这就是说，教廷应该尊重地方教会应有的独立主权，应该实践 “共同

负责”与“权力分化”的原则，应该“劝人服从合理的法律并尊敬合法的长官”，以便为了使地

方教会顺利达成使命，这不但不会损害普世教会的领导中心，而会使教宗的职务愈见明显。在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明确指出信友作为 “公民应慷慨而忠实地爱护祖国”，同时，

“信友应当感到自身对国家所负特殊而固有的使命”，“每位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应负起自己份内的

责任”，而且“公民应当意识到自己的任务而与政府合作”。“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

正如人们所指出的: “50 多年来，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已经融入中国教会的实际工作中，成为

中国天主教安身立命之本。信仰无国界，但教徒有祖国。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中国天

主教如果不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就没有中国天主教今天欣欣向荣的景象。”③

三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教会都在寻求 “自治”，而中国教会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具体历史

情况下，采取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教会事务独立，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的办教方针，是完全

正确的。教会必须反省近百年来由西方人主导教会所带来的问题，必须反省 1840 年后，西方各

个国家与中国政府签约的条款中的护教条约，对中国教会自主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因此，中国教

会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做做出的决定不仅不违反牧灵福传的理论与实践，而且 “提前 10 余年对

教会进行了改革，为梵二会议提出的“跟上时代”的精神作了实践的演示和铺垫。”④ 从我们对

中国天主教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出，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在天主教适应中国

文化上已经做出了重大的探索，在一定的意义上，他们是最早的梵二会议精神的实践者，尽管他

们的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实践并不完善，但开辟的方向是正确的，这个方向和梵二会议精神是完全

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认真总结天主教自己的历史传统是理解梵二会议的一个重要途径，梵二

会议精神是中国天主教教会建设的思想宝库。我这里用中国天主教会主教团二千禧年牧函来结束

我的论文，旨在说明中国天主教应象梵二会议精神所表现的改革精神那样，开辟中国天主教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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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中国天主教会主教团二千禧年牧函说，“我们必须正视历史，修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

训必须牢固树立尊重中国文化、尊重国情教情，建立本地化教会的信心必须坚定信仰、维护信德

宝库、加强教会纪律、促进教会的共融合一必须结合中国文化，研究教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的神学理论必须完善及爱护形象，改进福传方法，树立爱国爱教、服务社会、积极向上、乐于奉

献的意识和精神必须加强和完善各级两会和教区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人才建设、作风建设和

制度建设，完善民主办教的机制，促进和引导广大教友参与教会的福传工作，同心同德，开创中

国教会的新局面，努力实现在中华大地上为主作证、广扬圣教的理想和愿望。” “中国教会在世

纪中的福传成败也将必然地取决于能否适应国家的日益发展与强大，民族和文化的多元与融合取

决于能否时时处处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人民的利益、维护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这是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伟大时代的呼唤，是教会自身利益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向所有的人开放自

己，让同胞和社会了解我们。我们自己和教会置身于国家和民族之中，置身于人类大家庭之中，

因此，我们必须细心聆听、找准位置、发挥优势、做出贡献我们必须向中国文化开放自己，吸取

她丰富的宝藏，用民族的语言、文化、哲学、道德、礼仪等方面的精华，阐释教义，丰富信仰生

活，建立本地化特色我们必须向兄弟宗教和不同信仰者开放自己，转变惟我独尊、惟我独真的狭

隘观念，尊重在其内的真理和优良传统，学习他们的经验，促进对话，共同进步，维护民族团

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

( 责任编辑: 袁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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